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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與宋明理學

* 朱幼文，上海青年學者，現任職於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耶穌會士是最早來華佈道的傳教士，由於當時中國官方哲學“太極”論與基督教中的“上帝”觀

存在根本衝突，故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們對理學展開了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的批判。基於終極信

仰不同，批判主要有兩項主題：1）太極不能為萬物之源。 2）天地萬物不可為一體。耶穌會士批判理

學的歷史影響，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首次引入全新的西方思維方式；第二，將理學傳入歐洲，

並產生了預想不到的效果，其客觀意義超越了宗教範疇。

二

宋明理學家雖在宇宙本體論上有不同見解，但

他們都不承認有意義的人格神，認為在實際生活

中，人無須祈助神的庇佑，而祇應發揮人自身內在

的仁義禮智之理，即可以與天地之理相感通，達到

“天地萬物共一體”之人生至境。這種哲學繼承了儒

學理性主義的傳統，即建立在傳統氣化論的基礎

上。太極的觀念，始於《周易．系辭》，但先秦儒家

對此無較詳細的解釋，直至理學先驅周敦頤作《太

極圖說》，“太極” 觀念方受到理學家特別重視。而

將“太極”作為宇宙之本體、理則之起源，是程朱學

派。尤其是朱熹，他對“太極”觀念作了廣泛深人的

探討，認為在天地人物之前，陰陽五行天地人物之

理即已存在於原始之渾淪狀態“太極”之中。他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

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

“太極，理也。”（3）顯然，將“太極”作為宇宙本體，

不能為傳教士所接受。綜觀耶穌會士對理學的批

判，主要有兩項主題，現列舉其代表性者，加以分

析討論。

一、太極不能為萬物之原

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大都是很有學問的西僧，他

們最先來華，深通中國語言，而且對中國的經書有

着深邃的研究。利瑪竇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員，他深

知孔學是中國士人所崇尚的權威與正統思想，故他

一

基督教雖然自唐朝傳入中國，但真正對中國社會

與文化發生影響，造成東西方文化衝撞，實開始於明

朝末期。耶穌會士利瑪竇（意大利人，1552-1610）等

來華宣教，他們溫文爾雅，熟讀中國經書，極力將先

秦典籍中所說的上帝比附為基督教的天主，這種借儒

傳教，並盡量尊重中國的傳統與習俗，博得不少智識

分子的好感。當時中國官方哲學－理學的“太極”，

與基督教中的“上帝”觀存在根本衝突，耶穌會士在

中國傳教，自然無法回避這個衝突。利瑪竇雖然是最

主張適應中國文化的傳教士，但對理學的批駁正是始

於他。 1601年，利瑪竇的中文代表著作《天主實義》

問世，書中全面闡述了他對理學的看法，這些看法曾

引起當時中國思想界、宗教界的廣泛注意與爭議。自

此以後，耶穌會士不斷著書批駁，一直到1753年比利

時傳教士孫璋發表著作《性理真詮》，批駁時間長達

一百五十年之久。後因雍正在1724年頒佈了禁教令，

傳教士對理學的批駁才逐漸停止。但自道光四年

（1844）清政府被迫開禁，又見對理學的批駁（1），此

是後話。由此不難看出，傳教士一直把理學視為在中

國佈道的重大思想阻礙。我們綜括批判理學的言論，

可以看出他們反理學的思想依據，主要是基於上帝創

世說，嚴格地說，這並不富於理論意義，但批判理學

的客觀意義已超出單純的宗教範疇，這正是本文的探

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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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太極（理）”論不是先儒學說的發展。他

說：“余雖未年入中華，然視古經不怠，但聞古先

君子，敬慕於天地之主宰，來聞有尊奉‘太極’者，

如‘太極’為主宰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4）

並且認為“太極”論在“某些方面同中國古聖人的說

教是矛盾的”（5）。這些表明他批判理學的緣由是為

維護中國先儒的本來面目。利瑪竇在書中首次提出

一個重要論點：理是依賴者。他說：“吾今先判物

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

為萬物本源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

賴者，物之不恃別體以為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

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

物之不能主而托他體以為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香五

味七情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若太極者止解

之所謂理，則不能為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

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6）對中國士大夫

來說，利瑪竇提出了一對全新的概念：自立者與依

賴者。利瑪竇完全運用西方神學理論作為論證依

據。這裡，他引用了亞里斯多德實體與屬性的理

論，亞氏認為，對世上所有東西進行判斷有十個基

本範疇（實體、數量、性質、關係、地點、時間、

所有、狀態、活動、受動），其邏輯的基本判斷形

式為：“S是 P”，其中“實體”回答了主詞 S是甚

麼的問題，其餘九個“屬性”範圍，回答了“謂詞 P

是甚麼”的問題，兩相比較，“實體”的意義更基

本，一切“屬性”的意義歸向“實體”的意義，他們

都因“是”某一實體的屬性而存在。但反過來卻不是

這樣，實體並不因“有”某一屬性而存在，實體若無

屬性仍不失“是”其自身。（7）因此，利瑪竇將實體

譯為“自立者”，屬性譯為“依賴者”，區分物為“自

立者”與“依賴者”兩大類。利瑪竇認為，“理依於

物”，是屬性，故為依賴者。依賴者的存在取決於

自立者的存在，如無自立者，依賴者便失去了存在

基礎，故“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

也。”（8）為了清楚地表述“自立者”與“依賴者”的

關係，利瑪竇再選擇中國古代公孫龍“白馬非馬”為

例：“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

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

無其白，故以為依賴也。”（9）但值得注意的是，公

孫龍賦與“白”字和“馬”字同等地位，“白”是命

“色”，“馬”是命“形”，“形”“色”各不相干，

從而提出了“馬未與白為馬，白唯有馬為白”的名辯

命題。利瑪竇按照邏輯判斷：“馬”是“實體”，“白”

是“屬性”，兩者為相對立的從屬關係，得出了不同

於公孫龍的結論。我們知道，在中國哲學中，物質

與精神、客體與主體常常渾融不分，因為中國士大

夫特別重視直覺思維，直覺思維的特點是對於事物

整體的感覺，它不注重分析，因此，由直覺得到的

概念，是表示某種直接領悟的東西，它與西方人嚴

格區分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的分析方法之間有

着根本的區別，即兩者對事物認識的出發點完全不

同。這種差異使利瑪竇對理學的分析難以合乎中國

人的原意。利瑪竇接着說明程朱和陸王學說中的理

均屬依賴者。他說：“中國文人學士講倫理者，祇

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

心之理，則於物方謂真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

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

依賴，奚得為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

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親言必有理存焉。夫理

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

立者以為之托，則依賴者了無矣。”（10）所謂“或在

人心”，“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真實

焉”，此指王陽明心學。王學中一個基本觀念是：

“物我一體，心物一體。”王陽明說：“夫物理不外

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11）強調人

用心於事物，用心到處就是物理，所以他說：“心

即理”，王陽明不討論事物是否客觀存在的問題，

他認為離開人的意識存在着的事物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他否認心外有理、有物、有事，主張“吾心即

宇宙”，與利瑪竇所講“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

事物方謂之真實焉”不是一回事。同樣，所謂“或在

事物”“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則謂之格物”，是針

對朱熹理學而言。朱熹說：“格物者，格，盡也。

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

物。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12）故利瑪竇

“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固然

不錯，但朱熹又說“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

物之理”（13），甚至認為在形成物質的宇宙之前，一

切的理都存在着。《朱子語錄》記載：“問：天地未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祇是都此理。”這

與利瑪竇“理為依賴者”“理在物後”的詮釋顯然不

合。同時，利瑪竇亦否認理為靈覺者，他說：“向

理者靈覺否？明義否？如果覺明義，則屬鬼神之

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天主鬼神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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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己之所無，不得

施之於物，以為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

覺，⋯⋯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者而

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靈覺

者也。”（14）在基督教徒的世界裡，無限完善的造物

主把每一被造物安排在高低不等的位置，享有與之

地位相配的完善性，這種等級秩序表明，低序位的

東西不能生高序位的東西，由此，利瑪竇作出的結

論是：理是依賴者，無靈覺者，不能生有靈覺者、

自立者，不能為萬物之原。

艾儒略（1582-1649），意大利人， 1611年來

華。他完全繼承利瑪竇的傳教方針，傳教史上有

“利艾”並列之稱。他受利瑪竇直接影響，在其著作

《萬物真源》中說：“夫此自立與依賴二種，雖相配

而行，然必先有自立者，而後有依賴者，設無其

物，即無其理，是理猶物之倚賴者也。無有形之體

質，則冷熱燥濕、剛柔方圓、五色五味五香俱無所

著，無無形之靈，則五德七情，亦泯於空虛，而謂

理能生物乎？即云天地有天地之神，神鬼有神鬼之

理，亦從有生之後，推論其然，若無天地人物神

鬼，理尚無從依附，又不可能生物乎？”在其著作

《三山論學記》中又說：“太極之說總不外理氣二

字，未嘗言其為有靈明知覺，既無靈明知覺，則何

以主宰萬化？”利類思（1606-1677），意大利人，

1637年來華，在其著作《不得已辨》“理不能生物辯”

條中，他的觀點與艾儒略如出一口。除此，艾儒略

進而提出“太極是元質”的觀點：“儒者亦云物之各

具一太極，則太極豈非物之元質，與物同體乎？”（15）

在艾儒略看來，作為與氣相結合而形成萬物的太

極，它祇能被認為是一種基本物質。關於“元質”是

甚麼，艾儒略有較為詳細的述說：“質有二，一元

質，二次質。元質是造物主自生天地之初，備為千

變萬化之具，此質非天非地，非火非水，非陽非

陰，非寒非暑，非剛非柔，非生非覺，而能成天地

水火陰陽剛柔生覺之種種也。蓋凡物皆有生息，有

變滅，而元質則不生不變，常存不亡，為造化基，

萬象所共。庶類所共者，昔儒有云：太極元氣，庶

幾近之。然須知元質，非無始者，亦非自有者，乃

受生於造物主，開闢天地之初者也。其體非無邊

際，非無限量，如諸天之外既無物，並無元質，又

非凡物皆具元質，惟有形之物有之。若夫次質，則於

元質之上，加以陰陽剛柔寒暑燥濕等情而成。”（16）湯

若望（1591-1666），德國人， 1622年來華，他認

為：“元質”，“凡形物必須兩所以然，曰質、曰模

是已。質者塊然弗自立，任模來取，或此或彼，無

不惟命，則其弱著矣。⋯⋯凡純體之物（土火水氣

四原行是），皆無自主能，⋯⋯原質（如太極是）方

之原行更弱，頑陋無能，並無模像，全乎順應以益

他物，謂之渾全自足，能自主持，不亦謬乎？”（17）

按艾、湯的解釋，“元質”很像中世紀意大利著名哲

學家、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理論中“原初質料”的

概念，“原初質料”來源於托馬斯對亞里斯多德“質

料因”的深入辨析與區分，他將“質料因”區分為“原

初質料”與“第二性質料”，前者是沒有任何現實性

的純粹潛在，後者是運動、變化的物質，它已經獲

得了某種程度的現實性，因而才能成為運動的載

體、變化的基質。同時，托馬斯指出：“我們可以

在思想中把質料與形式按照潛在與現實的關係區別

開來，而在實際中，總有一定的形式與原初質料相

結合。兩種質料的區分實際上是‘質料’與‘物質’

的區分。”（18）“元質”的概念不等於近代哲學中“物

質”的概念，但後者的概念正由“質料”演化而來，

或許我們可以說，“元質”是“物質”概念的雛形，

在艾、湯看來，元質是一種低品位的附性。自艾儒

略後，耶穌會士基本都持“太極是元質”的觀點。

如：陸安德（1610-1683），意大利人， 1659年來

華。他對“太極”的理解幾乎趨於極端，斷言“太極”

祇是一點精義也沒有的“元質”，“或說太極生天地

萬物，曰太極是混沌，天地參雜，萬物材料，不過

是物之元質，在各物內能受萬模，無模不能

存。⋯⋯所以天地萬物俱有元質，又各物有各物之

本模樣，另外還有造成之者，而元質模樣等，亦皆

由造成之者造成。”（19）除龍華民外，耶穌會士還都

承襲利瑪竇引用中國先儒經典來批駁理學的方法。

在這方面，孫璋（1695-1767）走得最遠，他表示“太

極”在中國古代就被認為是元質：“孔子繫易而贊之

曰易有太極，是言易有至大至極之元質，為上主生

天地萬物之公共之材料，所謂太極是也，未嘗即指

太極為肇天地萬物之主宰也。後人不察，竟將上主

抹煞，繪畫奇偶之象，謂太極之說，並無上主，止

此太極，一動一靜，即是兩儀，為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竟認太極為生物之王，如之何其可耶？

夫太極蘊陰陽，係元質，並無靈明自主，不過為萬

物之材質，安得稱為造物主？”（20）孫璋是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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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年來華。孫璋深通滿漢文，他花十餘年心力著

書《性理真詮》，全書體例倣《天主實義》，係以先

儒後儒問答形式，書中分儒家為原始孔家和宋儒，

前者稱之為先儒，後者稱之為後儒，他認為先儒

“係天主教”，全書反復論辯不厭其詳，以先儒攻擊

後儒理氣論。 1757年此書譯成滿文，為耶教哲學中

有數的書籍。傳教士都鄙視唯物論，他們認為，理

氣太極，並無它說，都不過是卑陋的唯物主義，必

須加以排斥。在這些著作中，批判最猛烈者，要屬

龍華民（1559-1654），意大利人， 1597年來華。

1611年（利瑪竇逝世次年），他繼任中國區耶穌會

會長，但他反對利瑪竇以先儒附會天主教的傳教方

針，第一個指出中國經書中的“天”“上帝”與基督

教中的造物主概念完全不同，他還明確認為，中國

哲學，無論孔子學說或宋明理學，都是唯物論的、

無神論的。他研究中國經典很久，著書《論中國宗

教的若干問題》，全書詳細闡述了研究中國經書注

釋和諸儒學說的結果，其中一段談到對“理”的理

解：“按他們（指中國人）的意思，理就是上帝，實

體和事物的存在，因為他們相信有一種實體是無窮

的、永恆的、非創造的、不受腐蝕的，同時是無始

無終的。它不僅是天、地以及其他有形事物的物理

原理，而且是德行、習俗以及其他精神東西的道德

原理⋯⋯我完全能想象，有些人可能認為這種‘理’

或‘太極’就是我們的‘上帝’，因為他們所說的理

的品質和完美性祇有我們的上帝才有。要注意不要

讓自己受這種包藏禍心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迷惑.如

果你們能深入到問題的根子，你們就可以看出這個

理不是別的，而祇是基本物質。”（21）此書最早在

1623年採用拉丁文刊行，是西方對中國居統治地位

的理論提出一種系統看法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在其

著作《靈魂道體說》中，龍華民指出：“儒云物物各

具一太極也，道云物物俱是大道，釋云物物俱有佛

性，皆是也。可謂太極大道佛性皆指道體言也。”（22）

因“顧乃今之稱靈魂者，往往以道體當之，則何

歟？豈水火黑白，可互名歟？”故首先指明靈魂與

道體的定義與區別：“靈魂，神明之體，有始有終

者，天主造之賦於人身，為之體模，為之主宰，在

世行善，受主聖寵，而上天享福也。道體有體無

為，造先莫先，一物不物，本無心意，本無色相，

而下形萬相，資之以為體質者也。”（23）兩者的區別

是，靈魂“與物異之”，道體“與物同之”，龍華民

認為靈魂與道體雖都受天主之造，但靈魂為神體，

超出道體之上，道體是元質，須有模來規定其為某

物，是有始有終，可物物之者。龍華民強調兩者的

不同涵義，是以指證中國哲學是物質主義的。他的

觀點給當時歐洲思想家以很大的影響，如法國哲學

家麥爾伯蘭基（Malebranche, 1638-1715年）與德國

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 1646-1716年）所見的中

國哲學都曾以他的說法為根據。

此外，我們注意到與“理為萬物之本”相關的

“天即理”這一命題，同樣受到耶穌會士的批判。耶

穌會士把中國古代《詩》《左傳》乃至孔子著作中講

到的“天”“上帝”等同於基督教中的造物主。程朱

則認為，“天”之意“包涵遍覆”，“夫天，專言之

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

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幹。”（24）理

學家把儒家經典在表述自然現象時曾用的天、帝等

不同概念，歸結在一起，認為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層

面的表現，並沿用這些概念，賦予新的涵義，因

此，已與舊意義的概念有所不同，“天”（或天地）作

為“理”，具有一個功能，即是“生”，並反復指出：

“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之大德曰生也”（25），“一

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26），“天地別無勾當，

祇是以生物為心”（27），故曰“天即理”。耶穌會士

堅持認為理學不是對先儒的繼承與發展。衛方濟

（1651-1729），比利時人， 1687年來華。他指出，

如果把四書五經中“天”“上帝”的字改換作“理”，

則意思完全不通，可見“理”與先儒經典中的“天”

“上帝”概念不同，所以“天即理”的說法缺乏根據。

對於中國士大夫來說，自然的天與作為萬物之理的

天的不可分割，以及體、用概念之間的關聯，具有

根本性意義，因此，他們譴責耶穌會士製造“種種

割裂”，其實“不知天，不知上帝，安知太極？”。

最能代表反教士大夫心理的著作是楊光先的《不得

己》，此書的宗旨在於強調西士在中國以傳教為

主，而圖謀不軌之事。此書影響極為重大，曾被稱

為“明清中間最有歷史意義的一部奇書”。書中站在

理學立場，申辨“天即理”論，利類思針對楊光先的

辨說著書《不得已辯》，指斥道：“光先之於天為有

形之理，理為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之所以

即理也”，為“虛誕不經語也。既云天為有形之理，

則理不能為無形之天，又云理形為無形之天，則天

非得謂有形之理。一物也，忽謂有形忽謂無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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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乎？試問理有形否？謂有形，則理非為無

形之天。謂無形，則天非為有形之理，況天亦不可

謂之理。夫天自立之體也，非恃別體以為物。理則

依賴，而托他體以為物，是物在理先，理居物後。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乃理也。先有物而

後有物之理，則天不能謂之理也，明甚。”（28）又駁

楊光先“天函萬事萬物，理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太

極者，惟言理焉”之說，“若是則人有雙耳，驢亦有

雙耳，可云人即驢乎？”（29）利類思按照邏輯推理方

法，指責“天即理”說無異於“人即驢”般荒謬，從

表面看利類思的分析似乎合理，但中國哲學家的觀

點，一般都不是經過精密推理和詳細論證而來的，

他們常常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來表達自己

的思想，這種形式特點是明晰不足而富於暗示，如

果呆板地認為這些暗示是實物，那就根本錯了，習

慣於運用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抽象概念和邏輯學來思

考事物的耶穌會士，實際上要準確瞭解中國哲學家

的思想非常困難，因此，他們對中國哲學所作的詮

釋，結果往往不盡合乎原意，由於這個緣故，士大

夫非常氣憤，他們認為耶穌會士“如生盲人”，根本

不懂儒學，所作評論簡直是睜眼說瞎話。

二、天地萬物不可為一體。

“天人合一”和“萬物一體”是中國哲學上的重

要命題，也是中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至境，理學

家無不言之。尤其是陸王學派，他們大都視身體為

氣凝成，而人心之靈明正在於它不為形骸所拘囿，

能與天地萬物同流，達到“萬物一體”境界，簡單地

說，氣一元論是“萬物一體”的理論基礎。耶穌會士

認為這個理論抹殺了萬物之間的差異，尤其抹殺了

上帝與萬物間的差異，顯示出對上帝的輕視，其危

害不言而喻。因此，在《天主實義》第四篇〈辨釋鬼

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中，利

瑪竇對之展開了較為全面的批判。他提出四個論

點：1）靈魂在人鬼神體物之差異。利瑪竇對“靈魂

在人”解釋是：“魂神在人為其內分，在人形為一

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鬼神體

物”是西方神學中沒有的概念，而利瑪竇同樣運用

西方神學理論對它作出新的解釋：“彼鬼神在物如

長年在船，非船之本份者，與船分為二物，而各列

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

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

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利瑪竇的解釋完全

依據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靈魂說的理論，即：“靈

魂雖然在與肉體結合之前或分離之後保持其實體的

獨立性，但在它與肉體的結合的全過程中，它祇是

由此產生的人這一實體的實質性形式，而不是實體

之中的另一實體。”（30）和“理智靈魂如同推動力與

被推動力那樣結合在一起，靈魂在肉體之中猶如航

手在船隻之中”（31）兩種理論，這兩種理論之間正巧

存在一個根本分歧：前者認為靈魂與人的整體之間

是形式與實體的關係，後者認為靈魂與人的整體之

間是實體與實體的關係。這個理論分歧為利瑪竇提

供了證明人與物之間相區別的理論根據，他把柏拉

圖原指“靈魂”與“肉體”的意思，分別變換為中國

古代哲學中“鬼神”與“體物”的概念了，這樣，人

受靈魂支配，物無靈魂，受鬼神（按天主命令）引

導，兩者完全不同。2）氣非鬼神。宋代理學家依據

氣化論，將“鬼神”解釋為“氣”，並認為鬼神非一

般之氣，乃是氣之“靈”，忽視了它就不能解釋世界

的複雜性。他們把鬼神看作物質之氣的自然屬性和

神妙功能，作為表示事物生滅有無的變化情狀的概

念。利瑪竇不以為然，他指出：“所謂二氣良能，

造化之跡，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比

如中國古人談氣談鬼神，但古人祭鬼神，從不祭

氣，故氣非鬼神。他認為，氣與鬼神完全不同，氣

是四行之一，“和水土火三行而為萬物之形者也”，

是質料，“鬼神乃無形別物之類”，是精神實體。

“以氣為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實名者也”。利瑪竇還

認為，氣亦非生命之本，它祇作用於人與飛走諸類

的呼吸，否認氣為鬼神與生命之本。3）分別物類的

方法。利瑪竇認為士大夫的兩種分別物類法模糊不

清，不足於嚴格區分物類。一種方法是“雖吾國有

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

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

類異也”。利瑪竇指出，“正偏大小”祇能用於區別

同類事物的等級，不能區別物類，如大山、小山同

屬山類，又如得性（靈）之大者智，得其小者愚，但

智愚仍屬人類。用現代哲學語言講，量的差別不可

以將事物從本質上區別開來，它祇能作為區分同一

類事物的標準。另一種方法是“雖云天地萬物共一

氣，然物之貌像不同，是以各分其類，如見身祇是

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

以類異。⋯⋯故觀天下之萬象，而可以驗萬類

矣”。利瑪竇同樣否定觀像驗類的方法，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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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有據性才能分物，例如：泥虎泥人，其貌雖異，

但其為泥類則同，又因虎與人“性”之不同，故不能

祇謂貌異。就是說，泥虎泥人的區分在於兩者性質

不同，而不是依據貌異。利瑪竇認為，世上正確的

分別物類法祇有“有”與“無”兩類，即：有形與無

形，有生命與無生命。他強調，實際世界充滿差

別、對立，祇有嚴格區分這些差別、對立，才能分

清萬物之間的關係，反之，“泥天地萬物一體”，惡

果將是“簡上主，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利瑪

竇指正士大夫的分別物類法，用意即在此。4）“萬

物一體”的真解。利瑪竇解釋：所謂“一體”，意指

同體者，“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萬

物一體”的真解是“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說，以翼

愚民悅從於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就是

說，“萬物一體”是比喻，如果真相信萬物為同體，

反而滅仁義之道，因為“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

眾物實為一體，則是以眾物為一物，而但以虛象為之

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敬哉？故曰為仁者推己及人

也。”（32）換言之，道德實踐是以對立面存在為基礎

的，必須有行為主體與受施之客體兩方面，道德行

為（仁）方成為可能，所以先儒說為仁者推己及人。

顯然，利瑪竇對“萬物一體”的理解僅及於現實存在

層次，因此，他不能明白作為精神超越與自由意義

下的“萬物一體”，更不能以“萬物一體”為人生至

境，而這正是理學家對“萬物一體”的看法。對於理

學家而言，“萬物一體”是精神性、功能性的，而不

祇是單純的“萬物同體”。“萬物一體”並非是“萬

物差別”的單純否定，而是萬物內在最深的“自由”

及“可能性”，即達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境界，

利瑪竇的解釋與理學家恰恰相反，充份反映了東西

方文化的差異。

利瑪竇對宋明理學的批駁給他的後來者起了示

範作用，除“鬼神”說（是他闡發的獨特理論）外，

後來者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與發展他的觀點。

例如，龍華民在著作《靈魂道體說》中也論證人與物

不同，他用“神體”與“元質”的不同來論述。他說，

從元質角度看，“天地萬物，總一道體所成，無有

殊異，故曰萬物一體”；但“人之所以異以物者，固

不在肉體，而在靈魂”（33）。即人具有靈魂神體，物

不具靈魂，此為人與物之大異。艾儒略同樣認為：

“人物之分合種數也，獨在其性之同異，人能應事推

理，辨別是非，則知其必有靈性在身，是曰靈性，

亦曰魂神。”（34）他們都繼承了利瑪竇“物以性分”

說，並且指出不僅人與物不同，人與人也不同。龍

華民認為，就人的靈魂言，“人各有一，各具全

體，彼此各一，不共者也。”（35）人受靈魂支配，故

人與人不同，如“堯非舜，舜本非同堯，堯舜非桀

紂”，人與人原為同類，非萬民同為一人。總之，

靈魂的特殊性是區別人與物、人與人的原則。

利類思強調氣是無靈之物，因而不能成為萬物

之本。此為利瑪竇“靈性非氣”的翻版。他駁斥楊光

先所言“夫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二

氣者，陰陽二者也”，“天何云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時行而生物，二氣之良能也”，認為孔子沒

有將“行而物生”歸功於二氣，是楊光先妄解孔子之

言。他說：“夫二氣使時行而物生，非自有之能

也，以無靈之二氣，而俾因時次序不爽，俾物之各

以其類，生嗣續不亂，必有一至靈睿者宰之，以其

全能所賦之德，使各傳其類，各得其所，所謂天王

是也。⋯⋯論物生，亦非二氣之能，凡造物者，必

在物體外⋯⋯今二氣渾在物之中，以成萬物，是二

氣為物體，而不在外，僅可為質模，而不可為造

者，豈得為二氣之能生物？”（36）運用上帝創世觀和

中國先儒經典作為批駁的理論依據是《不得已辨》的

特點。

孫璋認為：“天地間物類紛已，要不外理氣性

三者。”（37）他對三者下的定義分別是：“所論氣

字，固非空隙摩蕩之氣，亦非口中呼吸之氣，乃萬

物渾然各具之本質，所以受象成形之材料也。其材

料即是其氣也。⋯⋯造萬物之材料，其名數雖多，

數其總括之名，惟稱之曰氣耳，所謂陰陽是也。”

他所謂的“氣”，與利瑪竇、艾儒略有所不同，更強

調物質的有形性。他又說：“理也者，即具於萬物

形體之中，所以定其向而不能違其則也。⋯⋯氣與

理二者各一謂中謂之性。性也者，即各物類之本

體，具本能而為此為彼，效其用而不亂者。”（38）顯

然，他亦持利瑪竇“物以性分”說，《性理真詮》共

四卷，卷一靈性之本，卷二靈性之原，卷三、卷四

靈性之道。從卷目就明白此書主要論辯“靈性”，也

即靈魂，耶穌會士批判“萬物一體”的主要理論根據

就是靈魂說。在卷二下第四篇“駁西銘萬物一體

說”，卷三下第五篇“辨近儒萬物一體之非”中，孫

璋沿襲了利瑪竇“除類別，滅仁義”的觀點。他說：

“夫所謂仁者，必分人己，別親疏，就後心之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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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愛之理方全，為仁之功斯克盡已。若天地萬物

共為一體，則愛人即是愛己耳。愛己私愛也，愛人

公愛也，公私不分，仁道何由成乎？此論大亂真教

正理。”他認為“萬物一體”的錯誤緣由，“蓋後儒

誤解古經，未得先儒之真傳耳”，先儒本義是“己所

不欲，無施於人”，“徜天地萬物果屬一體，（先儒）

當云己所不欲，勿施於物”。孫璋比利瑪竇更為嚴

厲地指責“萬物一體”的危害性：“以此立論，微特

絕上主，滅五倫，較釋氏輪回之誕更甚。蓋輪回之

滅五倫，就在來世；謂萬物為一體者，則今世之君

臣父子、長幼卑尊、男女親疏，毫無差等，是欲求

成仁反害仁矣，害可勝言哉。”

三

從以上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對宋明理學的批駁

中，我們可發現批駁者立論的依據非常類似，仔細

分析起來並無何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或認“理”

“氣”為“元質”，是“屬性”，不可為天地萬物之

本，或強調“靈魂”神體，不能與“元質”相混，或

借先儒觀點立論，駁斥理學非真儒本意，或據“性”

分物，辨析萬物間的差別與對立。他們雖然因時因

地，在文字內容上稍有增減，但大體上均不出以上

幾項論點。這種論戰的性質是有神論對無神論的批

判，但其意義卻在於中世紀經院哲學與宋明理學的

對話。我們注意到在整個論戰過程，貫穿着耶穌會

士帶來的新的西方哲學及其思維特點。他們對理學

所作的注釋一方面使我們咋舌，另一方面卻給我們

極大的啟發，它所產生的歷史意義至少有以下兩個

方面。第一，引入全新的西方思維方式。首先是演

繹推理的邏輯方法，西方在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

德就研究了演繹推理，完整地制訂了三段論的理

論，運用這種邏輯方法，就可以從少數不加定義的

基本概念和不加證明的公理出發，應用邏輯推理的

規律來證明一系列定理，從而演繹出整個理論體

系。兩千多年來，這種形式邏輯成為西方訓練人的

思維的工具，作為長期的經院傳統的熏陶者，這種

思維方式對耶穌會士是帶有根本性的。與此相反，

中國士大夫一直極重視辯證思維，而輕視演繹推理

法，如對於宇宙本體的思考，理學家認為宇宙是一

個整體，是運動的、協調的，宇宙間的事物是普遍

聯繫相互“會通”的，“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

極”，整體包攝部分，部分體現整體，整體與部分

的關係猶如“月印萬川”，故曰：宇宙是整體的。宇

宙又是變化運動的，所謂“大化流行”，即宇宙是一

個生滅相轉、變化不已的大過程。又認為宇宙間不

存在絕對的、偏向的、不調和的事物，因為宇宙變

化遷流，一切事物都協調統一在一起，並能發揮各

自的作用，所以，宇宙是一個平衡的整體。整體動

態平衡，三者緊密相聯，缺一不可。這種辯證思想

來源於古代《老子》《周易》，體現了古人的智慧和

獨特的思維方式，至今仍有其一定的價值。但由於

中國思想家強調動態，他們所採用的名詞都是表示

抽象的、虛的意味，而非實物，因此無法用邏輯方

法來證明理論的形成過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

陷，這種思想方式尤其是嚴重限制了古人對科技發

展的探索。其次是差別對立的分析精神，耶穌會士

用對立法提出一些不可調和的和互相排斥的實在和

品質：有形的與無形的、有生命的與無生命的、物

質的與非物質的、有理性的與非理性的、靈魂與肉

體、實體與屬性，以及有始有終（肉體）、有始無終

（靈魂）、無始無終（上帝），這些具有確定意義的

抽象概念，幾乎包括了能對世上所有東西進行分類

的範疇。耶穌會士用它們來解釋中國的理、氣、太

極、道體、鬼神、靈魂、上帝、人、物體等，雖然

不乏牽強附會，但向中國人呈現了西方人區別事物

性質的新方法。西方人重視觀察、分析的理性思

維，他們從古希臘哲學就開始嚴格區分主體和客

體，盡力排除主觀因素，力求合於客觀實際，這與

士大夫籠統地以（性）“正偏大小”、“觀象驗類”的

方法相比較，前者具有明確性與對應性，而後者則

有流動性與模糊性。由於中國士大夫認為達到“物

我一體”至境的最好方法是通過直覺思維，因此他

們特別重視直覺思維。張載曾明確提出三種認識能

力，並對三者優劣進行比較：一是感性的認識能

力，即“聞見”，指耳目等感官所反映外界事物的能

力。他認為：“如祇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

盡天下之物？”（39）二是理性認識能力，即“窮理”，

指思考概括總結事物及其規律的能力。他認為這也

不能認識宇宙，因為“以窮理為盡物，則亦是但據

聞見上推類，卻聞見安能盡物？”（40）三是直覺認識

能力，即“盡性”，指依靠直覺體悟宇宙本體的能

力。他把“盡性”的認識方法具體解釋為“大其心”。

他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聖人盡

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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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三者優劣進行比較後，他認為直覺認識能力是

最佳方法。程朱雖然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用”的理性思維與直覺思維互補的主張，但也是把

直覺思維放在首位。由於直覺思維是對於整體的感

覺，不注重分析，又由於它強調反觀內省，與實際

觀察對立起來，因此極大地阻礙了人們對事物的深

入認識。耶穌會士首次將演繹推理方法、差別對立

的分析精神引入中國士人知識結構中的努力，無疑

是一項極有價值的工作。第二，耶穌會士將宋儒理

學傳入歐洲，並發生了預想不到的效果。16-17世紀

以來，耶穌會士把歐洲科學文化傳到中國，同時把

中國的哲學經典介紹到歐洲，有關宋儒思想的著作

主要見於：1）杜赫德（Duhaide）《中華帝國全志》第

二卷介紹朱熹的《教育論》、第三卷介紹中國近代哲

學家的世界起源說。 2）邵康節的《六十四卦圓圓方

點陣圖》及《六十四卦次序圖》， 1703 年由白晉

（Bouvet）介紹到歐洲。 3）狄德羅（Didoret）百科

全書中關於“中國哲學”，講述中國哲學小史，自古

代至明末。 4）羅明堅《天主實錄》以拉丁文本傳入

歐洲。利瑪竇《天主實義》由若見（Jacques）譯為

法文，載於《耶穌會士書簡集》中。 5）龍華民《論

中國宗教的若干疑問》， 1701 年由反對派譯成法

文。方濟各會士栗安當（Saint-Marie）於 1701年發

表《關於中國傳教事業之幾個要點的評論》。倆人都

把宋儒理學作為攻擊的對象。耶穌會士把中國思想

傳到歐洲，本不是想介紹理學，而是想將原始孔學

傳進去，以附會基督教義，他們都認為宋儒理學是

唯物論、無神論的，擁護孔學（除反對利瑪竇傳教

策略的龍華民等人以外）而批判理學。對於耶穌會

士將孔學附會基督教義的做法，歐洲教士們極為不

滿，他們也認為中國人所講的“天”和基督教所講的

上帝根本不同，因而發生了歷時百年（1645-1742）

之久的“禮儀之爭”。爭論引起歐洲知識階層對中國

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異同問題的極大注意。據戈爾遜

《中國學圖書目錄記錄》記載，參加論爭的著作共

262部，未發表的尚有數百種。最可注意的是 18世

紀歐洲思想界彼時正處於變化之際，史稱“啟蒙運

動”，其特點是懷疑或反對中世紀的宗教文化，把

“理性”推崇為思想和行為的基礎。啟蒙思想家均注

意到中國哲學與歐洲之不同。中國哲學是無神的，

基督教是有神的。從哲學上看，宗教所認為的異

端，正是哲學的同宗，作為反對宗教而主張理性的

啟蒙思想家，自然熱烈歡迎非宗教的中國哲學。他

們根據耶穌會介紹的中國哲學，按歐洲思想自身發

展的邏輯與需要來重新理解、評價中國哲學，並將

不同於基督教的“理學”作為他們啟蒙運動的旗幟，

給歐洲（主要是法國、德國）思想界以“反宗教”“反

神學”“反基督教”之學理基礎，從而推進了啟蒙運

動。誠然，歐洲思想家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與評價也

許並不準確，甚至可能存在誤解，但他們借助於心

目中的中國形象來批判西方宗教的虛偽性，贊美理

性和謳歌平等自由，其意義是無可非議的。使人難

以預料的是，為歐洲思想界提供充滿理性精神的出

色媒介，正是當年不畏艱辛遠渡重洋來中國傳播基

督教信仰的耶穌會士。在這個意義上，德國哲學家

萊布尼茲對耶穌會傳播東西方文化的工作的評價相

當正確：“其中的偉大意義超越了我們所能想象

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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